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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从“国家在场”理论视角，探讨了意大利华侨华人人口统计特征的变化、意大利

华侨华人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媒介作用，以及“国家在场”对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发展变迁的影响。自

1970 年以来，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在人口结构、社会组织两方面展现出日益显著的变化特征与发展

特点。意大利“国家在场”、中国“国家在场”及中意两国外交关系，皆对意大利华人社会的发展变

迁产生深刻影响。开放、包容的国家政策与良好的外交关系能够促进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的稳定、良

性发展，使华侨华人群体受益于双边合作的同时也为双边合作发挥作用。基于中意两国长期维系的和

平友好关系，意大利华侨华人在中意“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中国的新发展格

局中将发挥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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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ole played by state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in Italy since Sino-Italian diplomatic relations were established. From 1970 onwards, the Italian Chinese 

society has undertaken significant changes with regards to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This research argues that those changes have to a large extent been caus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 Italian 

and Chinese states, and the status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 peaceful and friendly Sino-

Italian relationship sustains the progression of the Italian Chinese society, which in turn links the two 

countries, contributes to the bilater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m,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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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0 年正式建交以来，中意两国双边合作日益密切。2019 年，两国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缔结

15 周年之际又签署《中意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中意两国的各方面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作为中意两国间联系的桥梁纽带，意大利华侨华人一方面

为中意双边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另一方面与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同频共振，华侨华人社会亦在迄

今 50 余年的建交历程中得到了发展。不同于东南亚、北美以及英国等欧洲国家，意大利华侨华人社

会有其自身的特点，比如，华侨也就是持中国国籍者占绝大多数，以从事贸易行业的新移民为主体。

那么，中意建交以来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发生了哪些重大变迁？此种独特性形成的内外因素是什么？

本文拟从国家在场视角探讨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发展变迁及其影响因素。

一、学术史回顾与国家在场视角

意大利华侨华人作为中国移民群体的组成部分，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迄今所积累的学术成果较为丰富。从国内研究情况看，相关学术成果主要侧重于专题型研究，主要

涉及华文教育［1］、华商经济［2］、华文媒体［3］以及普拉托华人［4］等方面，其学术成果的发表集中在

近十余年间。从国外研究情况看，则侧重于意大利华侨华人的综合型研究。如 20 世纪 90 年代，卡

尔凯迪（Francesco Carchedi）与费里（Mariea Ferri）在有关欧洲华人移民的论文集中发表《意大利的

中国人在场：规模和结构特征》一文，作者从祖籍地、人口数据、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呈现意大利华

人移民的在场，并结合居住地分布、职业构成等数据揭示该群体的生存特征与融入问题。［5］意大利

记者欧利阿尼（Raffaele Oriani）与斯达亚诺（Riccardo Staglianò）所撰写的《不死的中国人》，则从

来自意大利当地社会的偏见与误解入手，通过走访多处意大利华人聚集区采集大量意大利华侨华人

的案例，进而将更为真实的华人社会呈现在当地人面前。［6］相较于海外学者对移民群体之社会融入

问题的关切，国内学者则聚焦于意大利华侨华人的“侨胞”身份在海外的处境与回归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意大利华人社会融入与回归问题的探讨，揭示了跨国主义视角下祖籍国与住在国

的国家在场影响。然而，国家的在场影响却常常被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跨国主义理论视角所遮蔽。

而“跨国主义”主张以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视角来探究移民群体在住在国与祖籍国间的新流动特征，

强调个人活动对社会变迁的影响，而忽略了包括祖籍国和住在国在内的国家因素对跨国移民群体及

其社会变迁的影响。德国学者费斯特（Thomas Faist）指出：“使用要求超越国家的跨国视界，并不意

味着国家就可以被忽略。被跨国移民由下而上所创造出来的社会空间也受到由上而下的行为者所形

塑，包括国家行为者在内。”［7］纵观已有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跨国主义，而有关国家在场关系对国

际移民群体影响的研究尚付阙如。只有少数研究注意到中国与住在国在场关系对海外移民文化认同

的塑造作用。［8］

国家在场理论视角于 20 世纪 90 年代由以乔尔·S. 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为代表的美国学者

提出，旨在强调“国家寓于社会”（state-in-society）以及“社会是国家形成（formation）之产物”所

揭示的“国家—社会”互动关系，并试图消弭学界关于“社会中心”（society-centered）与“国家中

心”（state-centered）理论的纷争。［9］随着高丙中将之引入国内学界，用以探讨象征符号与仪式，该

理论视角为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国内学者提供了审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去中心化路径。［10］借由该理

论视角，学者们不仅能阐明国家所施行的政策条例、所传播的意识形态与所安插在地方社会中的官

方代表对社会大众、民间仪式、以及地方组织机构潜移默化的影响，还能揭示社会生活中国家符号

的存在。［11］虽然国家在场理论视角已被众多学者用以探讨中国乡村社会、民间信仰与地方宗族等领

域的研究，但其鲜被用于探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而海外华侨华人作为跨国群体，其发展变迁不仅

会受到居住国“国家在场”的影响，而且会受到祖籍国以及两国关系的多重“国家在场”的影响。

运用国家在场理论可以更好地探讨国际移民群体与祖籍国和居住国之间的关系与互动，更好地探讨

国际移民群体发展变迁的外部动因。有鉴于此，本文将梳理自中意建交以来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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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结构变化特征以及社会组织发展特点，进而揭示国家在场对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发展变迁的 

影响。

二、意大利华侨华人人口统计特征的变化

随着中意建交 50 多年的发展，意大利华侨华人在人口规模、性别比例、年龄构成、祖籍地来源、

居住地分布、受教育程度、就业领域、国籍身份等方面皆呈现出值得关注的变化与特征。

（一）人口规模百倍增长
受中意两国正式建交、中国改革开放以及意大利移民政策调整等多重因素的驱动，意大利境内

的中国移民数量于 20 世纪 70 — 90 年代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以持有意大利居留许可的中国移民人数

为例。该群体的人口规模从 1975 年的 402 人增长到 1993 年的 2 万余人。［12］1996 年，持有意大利居

留许可的中国移民数量约为 3 万人，2000 年，这一数据翻了一倍。［13］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移民人

数持续上升，于 2013 年突破 30 万，并在 2016 年达到最高值（333,986 人）（见图 1）。截止到 2020 年，

中国移民已成为意大利第三大移民群体。［14］不过，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中国移民人数至 2021 年有

所回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据并未将非法移民计算其中。

图 1  2008—2021 年持意大利居留许可的中国移民数量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研究所”数据整理，参见：“Immigrants.Stat”，http://stra-dati.istat.it/?lang= 

en#，2022 年 4 月 10 日浏览。

从两国建交之初的不足千人，到 50 年后的 30 多万人，意大利中国移民的人口规模在五十余年

间实现了百倍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意大利的移民政策引发的。有研究指出，颁布于 1986 年与

1990 年的新移民政策帮助中国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进而使得更多中国移民迁入意大利。［15］而

2002 年的大赦政策让意大利境内的中国移民数量从 6.2 万增长到 9.7 万。［16］有研究显示，“从 1986 年

到 2002 年，意大利共实行了六次‘大赦’，使几十万的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带动了新的移民高

潮。”［17］总之，意大利的大赦政策不仅使得境内的中国移民获得了居留许可与合法身份，还促使以连

锁移民为主要移民方式的中国移民规模实现了百倍增长。住在国的国家在场因素得到了显著体现。

（二）性别比例逐渐均衡
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意大利中国移民的性别比例日趋均衡。1992 年，意大利中国移民群体的男

性占比 63%，而北非移民群体中 88% 的人口为男性，佛得角移民群体中 87% 的人口为女性。［18］进

入 21 世纪后，意大利中国移民群体的男女比例差距逐渐缩小，并在 2020 年后出现女性比例高于男性

的现象（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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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8—2021 年持意大利居留许可的中国移民性别比例

性别
年份

男性 女性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2008 94,006 52.4 85,543 47.6

2009 107,115 51.7 100,042 48.3

2010 131,635 51.6 123,397 48.4

2011 142,125 51.8 132,292 48.2

2012 142,389 51.3 135,181 48.7

2013 155,800 51.1 148,968 48.9

2014 163,816 51.1 156,978 48.9

2015 168,960 50.9 163,229 49.1

2016 169,029 50.6 164,957 49.4

2017 160,714 50.4 158,261 49.6

2018 155,305 50.2 153,805 49.8

2019 159,693 50.2 158,310 49.8

2020 149,317 49.6 151,756 50.4

2021 139,010 49.7 140,718 50.3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研究所”数据整理，参见：“Immigrants.Stat”，http://stra-dati.istat.

it/?lang=en#，2022 年 4 月 10 日浏览。

意大利中国移民由男性占多数到性别比例逐渐均衡，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意大利华

侨华人主要从事纺织、皮革制品加工与餐饮行业，而这些行业对从业者性别的差异化需求并不显

著，不同性别的劳工皆能胜任这些工作。其次，在积累了一定资金后，意大利华侨华人多选择开

办家庭作坊式的“夫妻店”，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男女比例之间的差距。再次，除了以家庭团聚

为目的的移民种类外，留学移民中的女性群体亦是全球化背景下人口迁移的主力军。据统计，在

2020 年意大利境内新增的中国移民群体（总计 4,731 人）中，留学移民占 50%（2,370 人），其中，

女性移民占留学移民人口总量的 59%（1,408 人）。［19］可见，通过工作、家庭团聚、留学等方式

开展的移民活动，女性在意大利的中国移民群体中逐渐占据“半壁江山”，并且呈现出超越男性的 

趋势。

（三）年龄构成持续年轻化
虽然中国人移民意大利的历史可追溯至百年前，但绝大多数中国移民都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

才移民意大利的。［20］再加上不断有新的移民补充，意大利中国移民的年龄构成长期保持着年轻化

的趋势。1991 年，25 — 44 岁年龄段的群体占意大利中国移民总人口的六成。［21］在非欧盟移民中，

意大利中国移民相对更年轻，60 岁以上的群体仅占中国移民总人口的 2%。［22］截止到 2020 年，在

持意大利居留许可的中国移民中，30 岁以下者占总人口的 43.4%，仅有 8.8% 的中国移民年龄超过

55 岁。［13］除了常住人口的年龄构成外，新增移民群体的年龄构成也反映了意大利中国移民的年轻

化特征。2007 — 2020 年，来自中国的新增移民群体的年龄构成表明，这种年轻化的趋势仍在持续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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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7—2020 年意大利中国移民的年龄构成

年龄
年份

18 岁以下 18-59 岁 60 及 60 岁以上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2007 1,147 6.5 16,453 93.1 76 0.4

2010 5,490 11.0 43,558 87.5 732 1.5

2013 3,610 18.0 15,984 79.8 446 2.2

2016 3,964 32.7 7,782 64.2 372 3.1

2020 1,450 30.6 3,210 67.9 71 1.5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研究所”数据整理，参见：“Immigrants.Stat”，http://stra-dati.istat.it/?lang= 

en#，2022 年 4 月 10 日浏览。

从表 2 可见，18 — 59 岁年龄段的群体是中国移民的主体，在 2007 年时占比达 90% 以上，目前

占比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占近 70%。18 岁以下的未成年群体占比不断上升，由 2007 年的不到 10%

提升到了 30%；随着其年龄的增长，他们会成为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的新生力量。而 60 岁以上的群

体占比虽然略有上升，但总体比例一直非常低，最多时占比仅 3%，2020 年以后占比又回落至十年

前的水平。由于以年轻人为主，老年人比较少，而且，年老者往往选择落叶归根，生病也回国看病，

所以，有些意大利民众和媒体因此称意大利的中国移民为“不死的中国人”。［23］

（四）来源地以浙江为主日益多元化
由于历史渊源和移民网络，意大利华侨华人的祖籍地来源以浙江地区为主。20 世纪 90 年代的研

究显示，意大利华侨华人有 90% 来自浙江省，其中又以温州、丽水两地为主。［24］但自 20 世纪末 90

年代末以来，东北、福建等地逐渐成为意大利中国新移民群体的来源地，意大利中国移民的来源地

日益多元化。来自浙江以外的中国移民也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25］当然，在人口规模上以浙江人为

主体的局面仍未有太大改变，在意大利部分城市尤其如此。例如，2009 年，来自浙江的华侨华人约

占米兰华人总数的 90%。［26］又如，普拉托华侨华人中虽然福建人、东北人逐渐增多，但其中 80% 以

上的中国移民均来自温州地区，在 4 万多华侨华人中，温州籍有近 3 万。［27］

（五）居住地分布集中并趋于稳定
目前，意大利华侨华人主要聚集在制造业、贸易业发达且交通便利的北部与中部地区，北部如皮

埃蒙特、伦巴第、威尼托大区，中部如托斯卡纳大区和拉齐奥大区。然而，在移民初期，由于务工、

创业等方面的需求，中国移民的居住地并不稳定。在《不死的中国人》一书中，作者便揭示了第一代

意大利中国移民“极强的流动性”及其对时势变化的敏锐应对，从而采取“蜂拥而至”或“迅速撤离”

的策略。［28］不过，随着自身经济资本的积累与社会纽带的建立，意大利华侨华人逐渐在特定地区开启

稳定的居住模式。从近几年数据来看，近 90% 的意大利华侨华人居住在意大利中北部地区（见表 3）。

表 3  2019—2021 年意大利不同地区的中国移民数量与占比

年份
区域

2019 2020 2021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北部 159,382 56.2 161,862 56.0 179,702 54.4

中部 87,834 31.0 90,546 31.3 112,356 34.0

南部大陆及岛屿 36,214 12.8 36,515 12.7 38,437 11.6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研究所”数据整理，参见：“Immigrants.Stat”，http://stra-dati.istat.it/?lang= 

en#，2022 年 4 月 10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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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即便受到疫情冲击、经济不振、国际局势动荡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意大利华侨华人也

并未出现大规模迁居潮。由此可见，经历数十年的发展，意大利华侨华人居住地分布已逐渐从早年

的“极强流动性”转向稳定，中北部城市是华侨华人聚居发展的经济重镇。

（六）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
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移民潮中，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穷乡僻壤的中国移民大多只有小学甚至更

低的文化水平，其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意大利境内其他的亚裔移民。［29］然而，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华

侨华人一样，意大利华侨华人也相当重视子女的教育，除了将子女送回中国接受义务教育外，他们

也积极让子女在当地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例如，1991 年中国儿童在意大利学校的注册率仅低于摩

洛哥裔儿童。［30］此外，华侨华人大多会鼓励和支持子女完成高等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意大

利华侨华人的整体受教育程度。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赴意大利留学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留学

移民群体占比从 2010 年的 7.1% 锐增至 2020 年的 50% 以上（见表 4），也使意大利中国移民的整体

教育水平较大为提升，改变了意大利华侨华人受教育水平低的状况。

表 4  2010—2020 年意大利新增中国留学移民数量与占比

年份 留学移民数量 移民总数 留学移民占比

2010 3,520 49,780 7.1

2011 4,270 26,903 15.9

2012 4,894 25,211 19.4

2013 4,651 20,040 23.2

2014 5,091 17,243 29.5

2015 5,181 15,084 34.3

2016 4,394 12,118 36.3

2017 4,300 12,030 35.7

2018 4,553 11,367 40.1

2019 4,505 8,889 50.7

2020 2,370 4,731 50.1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研究所”数据整理，参见：“Immigrants.Stat”，http://stra-dati.istat.it/?lang= 

en#，2022 年 4 月 10 日浏览。

（七）就业领域多样化
意大利华侨华人早期主要从事餐饮、服装加工等行业，新世纪以来逐渐拓展到贸易、工业、运

输业等领域，在就业领域上展现出从集聚化向多样化转变的趋势。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中国新移民

不断涌入意大利，底层劳工或非法移民等弱势、边缘群体数量日益增多。由于缺乏技能或财富，这

些移民只能寄希望于在工厂或餐厅中拼命打黑工来实现经济资本积累。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部分意

大利华侨华人逐渐实现从务工向创办家庭作坊式小型企业的职业转型，并不断扩大企业规模。［31］有研

究发现，将企业与家庭相接是意大利华侨华人的强项，即通过家庭式企业活动达到致富的目的。［32］意

大利华侨华人企业总体数量从 2002 年至 2010 年上升了 150％。截至 2010 年底，意大利华侨华人所

创办的企业数量逾 5.4 万家，较 2009 年增长 8.5％。［33］意大利华商群体通过经营涉及贸易、餐饮等

领域的跨国企业，使自身成为意大利华人社会享誉国际的重要名片。据统计，截至 2020 年 1 月，意

大利华侨华人所创办的独资企业数量占意大利国内市场的 13.9%（仅次于摩洛哥移民的 16.7%），而

从事贸易领域的商户在意大利国内占比达到 36%。值得注意的是，在意大利华人社会中，华商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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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群体，更多的是企业职员与手工业者，后者占比超过九成。［34］而劳工群体所从事的行业领域也

日益多样化。例如，2015 — 2019 年间，从事运输业的中国移民工人占比从 1% 提升至 8%，而从事工

业领域的中国移民工人则从 2017 年的占比 21% 增长至 2019 年的 28%。［35］与此同时，意大利华侨华

人新生代中从事法律、教育、医疗等行业的人才日益增多。反映了意大利华侨华人就业领域跨领域、

多领域的转变。

（八）国籍身份构成以华侨为主
就华侨华人整体情况而言，其国籍身份构成以华人为主，6000 多万华侨华人中，90% 以上为外

籍华人，华侨只占 10%。［36］然而，意大利华侨华人的国籍构成却以华侨为主体，入籍意大利的比例

很低。以米兰地区为例，在近 14 万华侨华人中，入籍的华人仅有 2000 人左右，占比约为 1.4%，呈

现出“老一代华侨落叶归根的思想较强，一般不太愿意入籍，华裔新生代入籍较多，融入主流社会

意识较强”的特点。［37］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意大利国籍法规定，父母双方为

非意大利公民者，需在 18 岁成年后方可入籍。［38］因此，多数华裔新生代在较长时段内仍然持有中国

国籍。另一方面，意大利华侨华人普遍存在跨国家庭，家庭成员分居在住在国与祖籍国的情况很常

见。例如，年轻的父母将年幼的子女托付给国内的长辈抚养，而自己则在意大利打工或创业。有研

究显示，自身工作原因与对中国教育的认可是意大利华侨决定将二代子女留在中国生活的主要原因，

“33.1% 的学生小学前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是中国，这是意大利华二代的特别之处。”［39］此外，随着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中国创业发展的机会与空间越来越广阔，意大利华侨的落叶归根意识十分

强烈，这是他们选择保留中国国籍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媒介作用

自中意建交以来，随着意大利华侨华人人口规模的扩大、经济实力的提升以及融入当地的加深，

包括华人社会三大支柱在内的社会组织也得到了发展，并且在华侨华人与住在国、祖籍国的互动中

发挥着媒介作用。下文将梳理华侨华人社团、华文学校、华文媒体的发展及其特点。

（一）华侨华人社团是促进华人社会内部及祖籍国与住在国沟通的桥梁
华侨华人社团是华侨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也是维系华侨华人社会的重要社会组织。华侨

华人社团多以血缘宗亲、地缘同乡、业缘同行等为纽带而建立。不过，各地的华侨华人社团组织也

具有不同的特点。意大利的华侨华人社团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地缘社团更为普遍。在东南亚华人

社会，血缘宗亲社团甚为常见。［40］而在意大利，由于以新移民为主，缺乏悠久的血缘、族缘历史积

淀，因此，更多地是以家乡来源地为纽带而组织的社团，如米兰文成同乡会、意大利青田同乡总会

等。二是以地区为纽带而结社的社团越来越多，如意大利威尼斯地区华侨总会、意大利普拉托华人

华侨联谊会、意大利东北四省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三是综合性社团提升了华侨华人社团的沟通凝聚

作用。如意大利华人华侨民族事业联协会、意大利和平统一促进会、意大利华侨华人友好协商会等。

有研究指出：“欧洲国家的华人社团的迅速发展，是欧洲华人社会与政治需求的产物，华人社团

的广泛存在，发挥了维系祖国情感、传播中国文化、沟通华人网络、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的社会功

能。”［41］意大利华侨华人社团的媒介作用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促进华侨华人社会内部的联系与合

作；二是搭建华侨华人与祖籍国沟通的桥梁；三是搭建华侨华人与住在国沟通的桥梁。仅举几例说

明。意大利华人华侨民族事业联协会于 2004 年正式成立，其宗旨是“热爱祖国，关心祖国建设发展，

坚决拥护祖国和平统一，努力为促进和平统一作贡献；积极促进意中两国人民的友好相处和民族团

结；为意中两国的友谊作贡献，为意中两国的经济发展作贡献”。［42］意大利和平统一促进会于 2011

年成立。2017 年，由意大利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的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在意大利佛

罗伦萨召开，并通过“佛罗伦萨宣言”，重申以“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陆和台湾同

属一个中国”为核心理念的九二共识。［43］在促进华侨华人与祖籍国民间合作方面，华侨华人社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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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温州籍华商黄勤海在创立欧洲青年企业家协会后与温州十几家商会签订战略合

作伙伴协议，进而将意大利的商品出口至温州市场。［44］华侨华人社团在与意大利政府建立沟通渠道

以维护当地华人合法权益等方面贡献良多。例如，成立于 1997 年的意大利罗马华侨华人贸易总会作

为与当地政府沟通的“对口组织”，协调意大利华商在日常生活中与当地官员、执法人员、居民等群

体的矛盾。［45］1999 年，成功当选弗利市常务外籍议员的季志海担任意大利华侨华人友好协商会的第

一任主席，他借助自身的参政优势为中意两国官员代表搭建交流平台，促成两国双边合作项目。［46］

华侨华人社团作为沟通媒介的功能日益显著，既为意大利华侨华人搭建起联络祖籍国的沟通桥梁，

也为其提供与住在国的沟通渠道。

（二）华文学校强化华侨华人文化身份认同的传承
华文学校是华侨华人身居海外进行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对于第一代中国移民而言，中华

文化作为具身文化资本（embodied cultural capital）是其离开祖籍国后的精神寄托以及建立当地或跨国

人际网络的符号纽带。随着华侨华人在意大利落地生根，华人社会人口结构进入迭代更新时期，在

文化身份认同方面所出现的代际差异日益凸显。出生、成长于当地的华裔新生代所表达的三观都与

第一代移民有显著差异，中华文化在他们身上已经被稀释了。这种代际差异不仅引发了移民家庭内

部的隔阂，也使中华文化认同在华人社会的传承中面临着挑战。

意大利华侨华人意识到文化延续的重要性。而 20 世纪 90 年代意大利华人社会中开始出现的“办

学热”正反映了华侨华人群体内部对后代文化认同偏移之焦虑。借助华文学校对中华文化传承的媒介

作用，意大利华侨华人得以帮助华裔新生代强化中华文化身份认同，并弥合代际裂痕。例如，潘世立正

是在目睹众多华裔新生代因缺乏中文教育而丧失中文读写能力后，决定建立佛罗伦萨中文学校，以便让

这些华裔新生代的认同从“你是中国人”到“我是中国人”的转变。［47］意大利华侨华人借助华文学校所

传授的客观文化资本（objectified cultural capital）让华裔新生代了解长辈们在“他者”世界中所蕴藏的

“自我”世界的模样，进而消弭代际间的文化认同隔阂，实现对文化身份认同的赓续。另一方面，伴随

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意大利华裔新生代积极学习中文的现象也愈发显著。有关研

究显示，工具型动机是华裔学生学习汉语的主要动机，华裔学生将汉语视作对未来自身发展有所裨益

的语言。［48］2001 — 2012 年，佛罗伦萨中文学校的学生数量增长了 3 倍，班级数量从最初的 4 个增加

到 15 个。［49］截至 2020 年 1 月，意大利中文学校联合会中已注册的华文学校数量共计 38 所，包含幼

儿园、学前班、小学、初中、高中，在校生约 1.3 万人，教师 600 余位。［50］

总之，不论是出于对代际文化认同的担忧，还是对中国综合国力的认可，意大利华文学校不断

发展壮大，其强化华侨华人文化身份认同传承的媒介作用日益凸显。

（三）华文媒体是信息传播与文化沟通的媒介
意大利华文媒体是意大利华侨华人传递、接收资讯的重要媒介。由于部分意大利华侨华人意大

利语的听读能力较弱，社会融入程度较低，难以直接通过意大利语媒体来了解与接受当地资讯，语

言问题是他们在当地生存发展与融入的巨大障碍。因此，华文媒体成为他们了解与接收当地资讯的

重要媒介。例如，华人头条、欧华头条等华文媒体在疫情期间对意大利防疫、移民、出入境等政策

的翻译、转载，使意大利华侨华人能及时、全面地了解当地的政策从而采取因应形势的策略。另一

方面，移民社会亦对祖籍国的新闻资讯、文化产品有高度需求。［51］而以《欧华联合时报》《新华时

报》为代表的多家华文媒体，便成为意大利华侨华人了解有关中国的社会时事与政经要闻等资讯的

重要渠道。［52］

除了向华侨华人群体传递实时资讯外，华文媒体还在消弭族际文化矛盾方面展现自身作用。2013

年，孙运之成为意大利金砖投资集团的董事长，并担任意大利国际广播传媒责任有限公司（IIRM）

监管运营人，其所经营的电台有意大利语和华夏之声中文两套体系，前者即是向意大利当地社会传

递中国文化与资讯。［53］他表示，做华文媒体新的目标，不仅仅是要让在意大利的华人听到你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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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而且要用当地的语言把你的观点说给所意大利人听！要倾心打造中意人文交流的媒体矩阵，以

意大利本土化方式传播中国好声音，激发渠道叠加优势，筑就中意民心相通工程。［54］由于移民群体

常被本地居民不仅视为经济代理人还视作政治和文化代理人，故导致族际矛盾的产生。［55］华文媒体

通过以当地语言、面向当地民众为传播对象进行资讯的传播，增进当地的非华人群体对中国和中国

移民的认知，从而起到缓和族际文化矛盾的作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疫情初期国际社会存在一些

歪曲或抹黑中国的舆论，致使部分意大利民众对中国产生偏见。意大利华侨华人通过华文媒体及当

地社交媒体传递中国抗疫正能量，使当地民众对中国疫情防控有了客观公正的认知，改变了对中国

的错误认知，也缓和了族际矛盾与文化冲突。

四、国家在场对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发展变迁的影响

中意建交 50 多年来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变迁，一方面受内部因素制约，体现了移民社会

自身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作为跨国群体，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变迁也受祖籍国因素、居住国因

素、工具性因素等外部因素的影响。［56］移民及移民网络所形成的移民资源体现了既是本地资产又是

跨境传输带（border-crossing transmission belts）的双重特征。［57］这种双重特征反映了意大利华侨华

人社会与住在国、祖籍国的互动日益密切。国家在场理论视角下，海外华侨华人的“双重性”体现

在祖籍国在场关系与居住国在场关系，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即祖籍国在场关系对海外华人社会的

影响以及居住国在场关系对海外华人社会的交融。这种影响与交融同时体现在国家意志与华侨华人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互动关系。此外，中意两国关系也是形塑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的一

个“国家在场”因素。下文将围绕住在国国家在场、祖籍国国家在场及中意两国外交关系在场三个

维度进行分析。

（一）住在国的“国家在场”
意大利政府所制定的一系列国内政策，如移民政策、经济政策、劳工政策、防疫政策等，都对

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变迁产生了直接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意大利政府采取的相对宽松

的移民政策使大量非法移民通过“大赦”获得当地合法居留身份，并吸引了大批中国公民通过连锁

移民前往意大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法律便是于 1990 年通过的“马尔泰利法”（Martelli Law），该

法首次尝试对意大利境内的移民进行规范与整合。［58］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的人口规模正是在此后不

断扩大，性别比例亦随着大量家庭移民的进入而趋于平衡。普拉托市则借助一波波来自中国的移民

潮，吸收了大量中国手工业者与贸易业、制造业商户，成为今日纺织业享誉全球的“华人城”。伴

随中国移民群体的不断壮大及其生产经营出现的问题，意大利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规范中国移民的经

济活动。其中，税务稽查是意大利官方管控华侨华人商业行为的常用手段，旨在以此控制华侨华人

商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59］有研究显示，近年来逐渐民粹主义化的意大利移民政策使得当地警方对

中国移民企业采取歧视性的监管措施，例如突袭工厂，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移民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封

闭的、有潜在威胁的群体。［60］为此，一些意大利华裔新生代选择加入意大利国籍，试图以参选地方

议员、成为社会组织领袖等方式应对针对华侨华人的歧视问题。此外，意大利政府所制定的入籍程

序十分繁琐，帮助华侨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等，都使得意大利华侨华人意识到自

身的边缘性与作为“他者”的疏离感。［61］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中国移民入籍成为意大利公

民的念头，导致意大利中国移民入籍比例不高。总之，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的规模壮大得益于住在

国的移民政策，而其难以“落地生根”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住在国政策相关。于意大利而言，被当地

排外群体贴上“中国在场”标签的华人社会既是振兴当地社会经济的人力资本来源地，又是“效忠”

于中国的反常的“他者”聚集地。［62］

（二）祖籍国的“国家在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入境政策、吸引外资政策、侨务政策等，都对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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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变迁产生了直接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打开了向世界开放的大门，出入

境政策不断完善，出国潮经久不衰，形成了 1000 多万人的新移民群体。［63］意大利中国移民自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百倍增长受益于这一政策的推动。而中国引资政策的日益完善，也吸引着包括意大利

华商在内的海外华商回中国投资创业。特别是浙江地方政府实施的吸引华侨要素回流政策，更是引

发了意大利华商的回乡投资潮。支持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侨务政策，为意大利华文学校的迅猛发展

提供了教材、师资等多方面支持。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海外华商的发展迎来新的更多

的机遇。而中国护照的“含金量”不断提升使得海外华侨华人更看重中国国籍的价值。中国公民身

份的保留，一方面让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中多数倾向“落叶归根”的年长者回国更为便利，另一方

面，中国公民身份也为他们在海外生活提供了更多保障。比如，疫情期间，在意大利的中国公民能

够优先获得中国驻外机构所分发的抗疫物资与生活用品。总之，中国视角下的国家在场，使意大利

华侨华人在国籍与文化身份认同方面更倾向于中国。

（三）中意两国外交关系的“国家在场”
20 世纪 80 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意大利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正

式签订，该协定旨在加强中意两国间的经贸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的贸易商机。同时，该协定

也激发了意大利华侨华人的创业精神。［64］此后，《中意经济合作协定》又于 1991 年 5 月正式签订，

标志着中意两国的经济合作愈加密切。中意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推动着意大利华侨华人的就业领

域从打工到创业、从“三把刀”到跨国贸易的转型，华侨华人社会内部的经济资本不断累积，经济

实力不断增强。中意两国的外交合作同样推动着华侨华人社会组织的发展。以佛罗伦萨中文学校为

例。2001 年，该校作为“中意文化交流协会”重要项目在中意两国政府部门的支持下正式开班授课。

该校由佛罗伦萨市政府提供校舍，中国国务院侨办无偿提供海外中文教材，瑞安市政府和教育局把中

文学校作为涉外教育基地，每年从结对的“姐妹”学校中选派两名教师，帮助解决其师资问题。［65］目

前，佛罗伦萨中文学校已成为意大利华侨华人联接中意两国文教合作的重要媒介。

2004 年，中意两国政府就“建立稳定、友好、长期、持续发展的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

表联合声明，并强调两国将“在文化、科技、教育、环保、旅游、卫生、司法、信息和其它相互

感兴趣的领域开展更多的合作”。［66］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增加国内市场需求与扩大境

外投资两方面的努力让中意战略伙伴关系走出了此前 20 年不对称竞争与异步性机会（asynchrony of 

opportunities）的循环特点，为意大利创造出口机遇。［67］在多元合作的形势驱动下，意大利华侨华人

的就业领域逐渐多样化，他们将目光从传统的纺织、皮革加工延伸到电子商务、医疗科研、高新科

技等领域。据统计，2018 年，中意双边贸易额以 3578 亿元人民币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出口的主要商

品包括电器及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和纺织服装等，进口主要商品包括医药品、汽车和金属加工机床

等。［68］意大利华商冯亚斌见证了其中的变化，即 20 年间中国出口意大利的主要货物从服装、鞋帽等

小商品转变为各类电子产品、高科技产品。［69］

中意建交 50 多年来，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变迁，影响这种变迁的因素是多方

面的。本文从国家在场视角，揭示了中意两国及两国关系这些“国家在场”因素的影响。开放、包

容的国家政策与良好的外交关系能够促进意大利华侨华人社会的稳定、良性发展，使华侨华人群体

受益于双边合作的同时也为双边合作发挥作用。基于中意两国长期维系的和平友好关系，意大利华

侨华人在中意“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中国的新发展格局中将发挥重要的桥

梁纽带作用。然而，面对后期疫情时代中美关系、中欧关系的不确定性，意大利华侨华人的发展趋

势及其在中意两国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能否更好发挥，都有待日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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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从客居到融入：马来亚华侨华人身份认同的生成与嬗变》出版

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孙志伟所著的《从客居到融入：马来亚华侨华

人身份认同的生成与嬗变》一书于 2021 年 4 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 20.5 万字。该书以

东南亚华侨华人为典型案例，依托国际移民这一概念，从历史的视角剖析中、英两国在不同历史阶

段对华侨华人，尤其是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相关政策。该书既关注政策轨迹，考察相关各方政策梳理

与东南亚国际关系间的互动关联；又眼光向下，专注于普通人的移民迁徙路径；更直面现实，深入

分析影响华侨华人身份认同的若干因素。该书对厘清以马来亚华侨华人为代表的国际移民与祖籍国、

所在国的联系具有典型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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